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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4窟位于莫高窟北区崖面北端，是在原北朝多室禅窟的基础上改建而成
‹1›
。现存洞窟有完整的

前室和后室，后室壁画精美完好，前室南北壁壁画也大体完好，前室和后室之间的甬道虽然有残毁，

但现存壁画也相当精美；又因为洞窟壁画题材内容的独特性，有受藏传佛教影响的五方佛和梵文六字

真言，也有表现形式独特的观音经画面内容，因此洞窟的艺术与学术价值极高。但目前为止，学界对

此窟的研究主要见于梁尉英对前室南北壁“善才五十三参”的讨论
‹2›
，以及洞窟的断代问题，后者详见杨

富学的专文
‹3›
和近年的系列文章

‹4›
。据杨富学判断，第464窟前室和后室之间甬道与前室壁画为元代末期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敦煌西夏石窟研究”（16ZDA116）、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基地计划资助（Supported by the Project 

111）“长安与丝路文化传播学科创新引智基地”（B1803）和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莫高窟第464窟研究”（19YB185）的阶段性成果。

‹1›   敦煌研究院编，彭金章、王建军著：《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三卷，页54－56，文物出版社，2004年。

‹2›   梁尉英：《莫高窟第464窟善财五十三参变》，《敦煌研究》1996年第3期，页43－50；梁尉英：《元代早期显密融汇的艺术——

莫高窟第四六四诸窟的内容和艺术特色》，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石窟艺术·莫高窟第四六四、三、九五、一九四窟（元）》页11－30，江苏美术

出版社，1997年。

‹3›   杨富学：《敦煌莫高窟第464窟的断代及其与回鹘之关系》，《敦煌研究》2012年第6期，页1－19。

‹4›   杨富学：《文殊山万佛洞西夏说献疑》，《西夏研究》2015年第1期，页25－33；《裕固族对敦煌文化的贡献》，《河西学院学报》

2017年第4期，页1－14；《裕固族与晚期敦煌石窟》，《敦煌研究》2017年第6期，页46－57；《裕固族初世史乃解开晚期敦煌石窟密码之要

钥》，《敦煌研究》2019年第5期，页9－12。

礼佛窟·藏经窟·瘗窟 *

——敦煌莫高窟第 464 窟营建史考论（上）

沙武田

内容提要  莫高窟第 464 窟可以认为是西夏代表洞窟，但其营建史颇为复杂，一直困扰

着学术界。经对第 464 窟历史、考古、图像作全面的分析，发现该窟营建前后经历了多

次重修 ：第一次重修确为西夏时期，改造北朝多室禅窟为一座完整的礼佛窟，但前室未

画壁画，为素壁 ；西夏晚些时候，对前室进行了二次维修，制造出前室西北角和西南角

两个密闭的空间，这两个密闭空间又成为元代中晚期某个时间藏经的地方，使洞窟兼具

了礼佛和藏经双重功能。而元代把大量的多民族语言文字的佛经封存在这个洞窟，有可

能是作为佛教徒瘗埋的随葬品，从而使得 464 窟在原有功能基础上兼具了瘗窟的属性。

关键词  莫高窟第 464 窟  西夏壁画  二次维修工程  礼佛窟  藏经窟  瘗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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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后室为元代早期遗

存，即现存洞窟壁画全为

元代作品，而非之前学者

所认为的西夏作品
‹1›
。

基于以上研究和问

题，本文拟从洞窟营建史

的角度对第464窟做些思

考，并对断代问题谈些自

己的看法，抛砖引玉，供

学界批评。

一  洞窟考古遗存
反映出来的时代
关系

在没有相关文献资料和供养人图像支撑的情况下，要对一个洞窟作时代上的判断，洞窟考古信息、

壁画图像学分析和艺术风格判断乃是最基本的研判手段和途径。

首先借助考古学手段对洞窟的基本历史信息加以判断。就洞窟整体现存状况而言，第464窟的前

室、后室和甬道基本上保留了各自壁画绘制时期的原始面貌〔图一〕，这为进一步的讨论提供了必要的前

提。研究者大多认为第464窟是西夏窟，为元代重修
‹2›
。就现存壁面来看，后室时代早且为同一时期的

作品，甬道壁画和前室壁画要晚，属重绘作品。

笔者曾多次在洞窟现场观摩，对洞窟考古层位和先后关系有了清晰的认识，结合北区考古报告〔图

二〕，把洞窟考古基本信息摘要报告如下
‹3›
：

（一）后室

后室空间不大，是原北朝多室禅窟的小禅室，属后期改造成礼佛窟的核心空间，相当于主室。相比

‹1›   杨富学的研究主要针对将第464窟断为西夏窟的讨论，以谢继胜“西夏说”为代表，详见谢继胜：《莫高窟第465窟壁画绘于西夏

考》，《中国藏学》2003年第2期，页69－79。

‹2›   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页170，文物出版社，1982年；敦煌研究院：《敦煌石窟内容总录》页189，文物出版

社，1996年；宿白：《敦煌莫高窟密教遗迹札记（下）》，《文物》1989 年第10期，页71、82；史苇湘：《关于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载前揭

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页184。

‹3›   前揭敦煌研究院编，彭金章、王建军著《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三卷，页53－108。

〔图一〕 莫高窟第464窟洞窟内景
本文洞窟和敦煌文物照片均为敦煌研究院提供， 敦煌研究院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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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而言，现存后室保存完好，精美的壁画为同一时期的作

品，属于该窟从北朝多室禅窟改造后的原始面貌。马蹄形

佛坛上的塑像已完全不存，但据伯希和照片，原绘彩塑，

1908年伯希和拍摄之时已被人为破坏〔图三〕。另从地面

现存圆形基座遗迹看，原在佛坛两端（即甬道门南北两侧）

有二身塑像，与坛上造像构成完整的一铺组合。四壁和顶

上壁画均为原作，且色彩艳丽，完好如初（个别地方被人

为挖走壁画），惟有东壁门两侧的花卉纹被后期用白粉涂

抹，写上了回鹘文，但底层原花卉仍可大约看到。

（二）甬道

前后室之间的甬道，原较短，从禅窟改礼佛窟时用土

坯加长。仔细观察可知，前室西半部现存墙壁没有壁画的

部分（即前室西北角和西南角），原系用土坯墙加长甬道封

堵形成的两个密闭空间。在甬道南北壁各绘菩萨五身，其

中北壁西端两身较完整，第一身完好，第二身存部分，另

三身因土坯墙被拆毁仅存下部莲花座及莲枝；甬道南壁加

长封堵形成的前室西南角小室已完全被毁，因此仅存甬道

西端的两身菩萨，第一身完好，第二身略残。每身菩萨

均有回鹘文榜题框，据阿依达尔、张铁山、皮特·茨默、杨

富学等回鹘文专家释读，应为据《金光明最胜王经》而绘的

“十地菩萨”，现存为甬道南壁西端的五地菩萨、四地菩萨

及甬道北壁西端的十地菩萨，推测十地菩萨的排列是甬道

南壁从东向西一至五地菩萨五身，甬道北壁六至十地菩萨

五身
‹1›
。甬道顶后来延长的部分完全被拆毁，惟有西端即

原甬道顶部分壁画仍存，从残存位置可清晰看到有两层壁

画，表层为南北相向排列的千佛，底层可以看到的壁画残

迹为花枝纹〔图四〕。

‹1›   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杨富学：《敦煌莫高窟第464窟回鹘文榜题研究》，《民族语文》2012年第3期，页78－80；张铁山、彭金

章、[德]皮特·茨默：《敦煌莫高窟北区B464窟回鹘文题记研究报告》，《敦煌研究》2018年第3期，页44－54。

〔图二〕 莫高窟第464窟洞窟平剖面图

〔图三〕 伯希和1908年所拍第464窟后室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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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前室

前室空间颇宽敞，是原多室禅窟的主室，改礼佛

窟时成为前室。改造时仅封堵了南北四个小禅窟的门

而成为完整的南北壁面，顶仍为原禅窟的南北坡浅人

字坡顶，壁画仅残存一处千佛画，风格同甬道顶残千

佛，应为同一时期作品。

前室现存空间是上述西北角和西南角小室被拆毁

后的面貌，原本没有如此宽敞。南北壁为华严五十三

参的内容，南壁共有19幅画面，北壁共有20幅画面

〔图五〕，其他14幅画面应绘于原加长甬道后形成的前室西壁门两侧，现门北侧墙壁靠近地面处仍存小

部分画面，门南侧完全不存。这一点说明，甬道南北壁的十地菩萨和顶上的表层壁画千佛，与原绘于前

室的五十三参壁画应为同一时期作品，属于加长甬道封闭前室西北角和西南角后的遗迹。

此外，从前室被拆毁的土坯墙留下的痕迹可知〔图六〕，南北壁五十三参壁画确为双层壁画的表层。

西北角和西南角两个原封闭小室拆除之后的现状是：现存各壁均为白壁，仅有白粉层，没有壁画，但在

与窟顶衔接处以及西北、西南二拐角处画有宽条形黑边纹，内加一条略窄的红边，此类边饰一直延伸到

前室的东壁相同位置，且明显被南北壁中间所绘五十三参变压在下面。另从封堵前室西北角和西南角的

土坯墙痕迹看，此边饰同样被压在土坯墙下面。更为重要的是，此类黑红边饰，在后室窟顶和四壁壁画

中大量存在，色彩形式完全一样，当同属一个时期。

因此，可以明确地判断前室和后室在最初从北朝多室禅窟改造成礼佛窟时，整体进行了装饰：后

室绘了壁画，但前室仅画了黑红边饰，其他各壁面应为白壁。整体形式与第465窟颇为类似，只不过第

465窟前后室空间大小相当，前室各壁中心位置画了佛塔，窟顶画井心，甬道西坡画有上师像。第464

〔图四〕 甬道顶千佛 （残破处可见重层壁画） 〔图五〕 前室南北壁五十三参画面

1. 北壁

2 南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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窟因为后期重绘壁画、窟顶残且重绘、甬道门上残坏，因此是否在这个位置绘有同第465窟一样的僧人

像，很难判断。

经过对以上考古遗存的分析，第464窟现存壁画中，分属两个不同时期的情况是清楚的，甬道和前

室十地菩萨、千佛、五十三参变均为后期作品，其他为前期作品。前室南北壁靠近窟门地方各有一方多体

文字的六字真言，时代为元代。

（四）游人题记

在洞窟前室后来被拆毁的西北角和西南角位置有大面积的白粉素壁，其中墨书和刻划的西夏文题记

早年经史金波、白滨释读，文字数量和信息量极其有限，没有可帮助断代的有价值文字
‹1›
。但其中有两

条汉文游人题记，被研究者频繁用来讨论洞窟年代，一条位于前室北壁西段〔图七〕，属刻划文字，竖

写，共两行
‹2›
：

大宋阆州阆中县锦屏见在西凉府贺家寺住坐，

游记到沙州山寺梁师父杨师父等。

另一条位于前室南壁西段〔图八〕，同属刻划文字，竖写，一行
‹3›
：

‹1›   史金波、白滨：《莫高窟、榆林窟西夏题记研究》，《考古学报》1982年第3期；另载白滨主编：《西夏研究论文集》页446，宁夏人

民出版社，1984年。

‹2›   参见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页174－175，文物出版社，1986年。本文最后使用文字系敦煌研究院李国先生

在洞窟中现场抄录。

‹3›   参见前揭《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页175。

〔图六〕 前室南壁西侧后期土坯墙拆除后留
下双层壁画地仗层痕迹

〔图七〕 前室北壁西段刻划游人题记文字 〔图八〕 前室南壁西段刻划游人题记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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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潼川府路合州赤水县长安乡杨师父到此□（寺）居住房沙州。

根据这两条题记，谢继胜认为“这些题记的年代都是在北宋年间，很可能是西夏据有敦煌之后不久”，并

进一步指出这些题记“至迟在北宋末年，即12世纪初年”，因为“大宋”的称谓只能出现在北宋时期。杨富

学则认为这两条题记非但不支持第464窟的西夏时代，倒成为西夏未能对敦煌实施有效统治的佐证。

实际上，之前的讨论尚值得商榷，若第464窟为西夏洞窟，出现题刻的墙面是西夏时期粉刷的，却

出现大宋游人的刻划题记，确如杨富学所言只能对洞窟断代起反作用。另一方面，之前的研究者也没有

充分考虑此两则题记被后来封闭在密封的空间内，也就是说其只能是洞窟再次延长甬道绘十地菩萨和

五十三参壁画之前的作品。因此，这两则题记只能出现在两次工程之间。如此，若本是西夏窟，后为元

代重修，从道理上讲，此大宋题记出现的机会几乎没有，因为从现存的遗迹可知，洞窟一直被西夏人和

元代人有效管理，至少在元和西夏之间应该没有出现过废弃的情况。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相互矛盾的情形？实际上，之前的研究者对这两条游人题记的观察不够仔

细，谢继胜撰写论文依据的是敦煌研究院出版的图册，并没有机会进入现场察看。笔者在现场考察时发

现，这两则大宋游人刻划题记，其实均被压在西夏的白粉层下面，叠压的痕迹非常明显。也就是说，两

则题记应该是位于西夏之前北朝多室禅窟的墙壁上，属于西夏之前曹氏归义军晚期的作品，这两条大宋

题记和莫高窟其他洞窟出现的大宋题记一样，其时间不会晚于西夏占领敦煌的前10年左右。至此，我

们就完全明了，大宋游人题记出现的时间是在西夏统治敦煌之前或早期阶段，后来西夏人改造此多室禅

窟时在前室南北壁刷了一层很薄的白粉层形成素壁，但这两则题记还是可以隐约看到，现在洞窟中的情

况是今人为了阅读这两条题记，而把周围的白粉层摩擦掉的面貌，所以如不作些辨析，便会以为是白粉

层上面的题记。

因此，此前的讨论之所以一直被这两条“大宋”游人题记所困惑，实是考古现场观察缺失的结果。

通过对以上洞窟考古基本信息的分析可知，第464窟是在西夏统治敦煌之后的某个时间，改造原北

朝多室禅窟成为礼佛窟，现存后室全部壁画内容和前室的黑红边框及白壁是这一时期所为，前室窟顶的

情况不明，推测仍然是白壁。后来某一时期，又用土坯砌墙延长前后室甬道、使前室空间相应变小，在

甬道南北壁画十地菩萨，甬道顶上画千佛，前室南北壁和西壁甬道门两侧画五十三参，顶上画千佛。

二  后室壁画题材年代判断

后室马蹄形佛床塑像全毁，原塑像推测以观音为主尊一铺多身，坛下门两侧有二力士或天王像，圆

形基座仍残存。后室壁画题材并不复杂。窟顶为五方佛：正中井心为大日如来像，四坡四方佛，共五

身佛，代表五方佛，构成金刚界五佛〔图九〕；南壁、西壁、北壁为方格状观音化现内容，共有小画面20

幅，南北壁分别6幅，西壁8幅；东壁门上一排梵文六字真言，每个梵文字位于白地大圆圈中，门两侧

为花卉装饰。以下分别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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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方佛造像

五方佛是西夏时期在藏传佛教影响下颇为流行的

题材，在黑水城唐卡中有大量的图像形式，往往出现

在佛、金刚、佛母、度母、明王甚至上师等唐卡的最上

方，或以五佛的本尊形式出现，或以各类变化身出

现，数量丰富，形式多样〔图十〕。莫高窟则以第465

窟顶上的金刚界五佛为代表，另有榆林窟第4窟各铺

曼荼罗上部出现的多幅金刚界五佛〔图十一〕，还有东

千佛洞第2窟顶的五方佛曼荼罗，都可以认为是敦煌

地区同时期五方佛题材的表现
‹1›
。但第464窟和其他

窟略有不同，除了中心的大日如来造像有藏传绘画特

征外，其他四佛均为汉式风格，也和成就法集《成就

法鬘》中所规定的身色、手印不完全相符，说明第464

窟更强调汉传的思想
‹2›
。以上这些图像和洞窟均为西

夏时期，因此第464窟五佛仍然可以认为是西夏时期

流行的五方佛。

需要说明的是，窟顶五方佛中四坡的四方佛，

在佛周围的背景以花枝纹表现，这在宋和西夏之前

的佛教造像中极为少见，也不太符合佛相庄严的要求，

但在西夏的东千佛洞第2窟和第7窟却有大面积的

表现〔图十二〕，另在黑水城唐卡的绘画中也比较常

见，故可以认为有时代特性。

（二）观音化现图

后室南、西、北三壁的20幅方格状小画面，表现

的是观音三十三现身内容〔图十三〕，是据《法华经》卷

二十五《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或《观音经》绘制。此题材在敦煌壁画中自隋代以来已有出现
‹3›
，以盛唐莫高

窟第45窟中唐时补绘的观音经变
‹4›
，以及盛唐第444、217窟观音经变为代表。敦煌壁画中的观音经变，

‹1›   阮丽：《敦煌石窟曼荼罗图像研究》页50－60，中央美术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

‹2›   参见谢继胜主编：《藏传佛教艺术发展史》上册“西夏藏传绘画”相关内容，上海书画出版社，2010年。

‹3›   罗华庆：《敦煌艺术中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与〈观音经变〉》，《敦煌研究》1987年第3期，页49－61。

‹4›   沙武田：《莫高窟第45窟观音经变时代新探》，《敦煌研究》2012年第6期，页19－28。

〔图九〕 第464窟窟顶五方佛

〔图十〕 黑水城唐卡中的五方佛
采自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等编： 《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
博物馆藏黑水城艺术品Ⅱ》 图版129，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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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表现观音救难与三十三现

身。第464窟有20幅小画面，似

不全，但考虑到有些画面内容属

于合二为一，或合三为一，因此

总体上应该表现的是观音三十三

现身的全部内容。

西夏的观音信仰颇为流行，

黑水城文献中有大量汉文和西夏

文的法华经和观音经写本和刻

本
‹1›
，其中也有插图本，表现观

音救度和现身的内容。敦煌莫高

窟佛塔中也出土过一件西夏文的

插图本观音经〔图十四〕，刘玉

权、陈炳应二先生有研究
‹2›
。另

在黑水城和敦煌石窟西夏艺术

品中大量出现以水月观音为代

表的观音图像，也是学界熟知的

内容。

据《天盛律令》卷十一“为僧

道修寺庙门”规定
‹3›
：

一等番、羌所诵经

颂：

仁王护国、文殊真

实名、普贤行愿品、

三十五佛、圣佛母、守

护国吉祥颂、观世音

‹1›   崔红芬：《西夏汉传密教文献研究》页175－22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樊丽沙：《从出土文献看西夏的观音信仰》，

《西夏研究》2013年第3期，页49－54。

‹2›   刘玉权：《本所藏图解本西夏文观音经版画初探》，《敦煌研究》1985年第3期，页41－48；陈炳应：《图解本西夏文观音经译

释》，《敦煌研究》1985年第3期，页49－58。

‹3›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页404、405，法律出版社，2000年。

〔图十二〕 东千佛洞第2窟甬道顶五佛〔图十一〕 榆林窟双菩萨上部出现的金刚界五佛

〔图十三〕 第464窟后室观音三十三现身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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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门品、竭陀般若、佛顶尊胜总

持、无垢净光、金刚般若与颂。

一等汉僧所诵经颂：

仁王护国、普贤行愿品、

三十五佛、守护国吉祥颂、佛顶

尊胜总持、圣佛母、大随求、观

世音普门品、孔雀经、广大行愿

颂、释迦赞。

可见，无论是夏、汉、藏僧，诵读观音经是

他们童行的基本功课要求。

另有记载，乾祐二十年（1189）九月

十五日仁宗在大度民寺作求生兜率内宫弥

勒广大法会，这次法会上读藏、汉、夏《大

藏经》，并散施夏、汉《观弥勒菩萨上生兜

率天经》十万卷及汉文《金刚经》《普贤行愿

经》《观音经》各五万卷
‹1›
。

正因为有国家法律的规定和皇帝等统

治者的大力推动，观音经及相应的艺术

品，在全国各地应该是较常见的，黑水城

和敦煌均有插图本流行，这些插图本也是

本文研究第464窟观音化现的重要参考。

第464窟观音化现的内容，梁尉英有详细的画面解读，可供参考
‹2›
。结合黑水城文献中出现的多幅

插图本观音经，可以看到西夏时期不仅观音经是国家规定僧人必须诵读的经典，而且观音类图像也非常

流行，版画中的观音救度和观音化现的情节非常丰富，正是与第464窟画面相近粉本影响下的作品。若

再考虑到西夏盛极一时的西方净土信仰，则观音信仰必然成为人们信仰的重要内容。

若把第464窟观音现身画面与敦煌研究院藏西夏文观音经版画、黑水城相同的版画画面进行比较〔图

十五〕，可以看到第464窟壁画都可以在西夏佛经版画中找到对应的画面，且二者的表现形式有高度的

一致性。在观音三十三现身部分，均为一位或二位俗装男女面对观音化现之神像或人物，作双手合十，

‹1›   影印件见《俄藏黑水城文献》第2册，页41－48，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聂鸿音：《乾祐二十年〈观弥勒菩萨上生经御制发

愿文〉的夏汉对勘研究》，《西夏学》第4辑，页42－45，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

‹2›   前揭敦煌研究院编，梁尉英主编《敦煌石窟艺术·莫高窟第四六四、三、九五、一九四窟（元）》。

〔图十四〕 敦煌莫高窟出土的插图本观音经

〔图十五〕 黑水城出土的插图本观音经
采自史金波、 魏同贤、 克恰诺夫等主编： 《俄藏黑水城文献》 第1册， 
图版五四，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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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立或跪拜，俗装男女服饰也有几分近似。总体上观察，当为

同时期作品。至于西夏文观音经画面中人物服饰的西夏特征，

刘玉权早有研究
‹1›
。这些人物形象和服饰特征，总体上是宋代

的风格，因为西夏人整体的服饰具有同时期宋代人服饰的特

点。若把观音化现的这些画面定在元代，却无一例元代人物

形象，也没有看到具有鲜明元代服饰特征画面人物出现，实

难理解。

（三）观音化现中的西夏上师或国师像

目前学界认为该窟为西夏窟最重要的证据之一，主要是

谢继胜敏锐观察到其中位于南壁东起下排第一格的上师像〔图

十六〕，谢继胜在文中指出该上师所戴莲花帽与文殊山万佛洞

〔图十七〕、榆林窟第27窟〔图十八〕、榆林窟第29窟、莫高窟第

465窟、东千佛洞第4窟、东千佛洞第5窟、黑水城唐卡中的上师

像、拜寺沟方塔绘画等多处西夏上师所戴莲花帽属于同一类上

师帽，因此应为同一时期的作品，并具体指认为宁玛派上师的帽子。

第464窟观音化现画面中的该幅上师像，除了谢继胜重点讨论的帽子确有西夏时代特征之外，仔细

‹1›   前揭刘玉权《本所藏图解本西夏文观音经版画初探》，页41－48。

〔图十六〕 第464窟观音化现上师画面 〔图十七〕 文殊山万佛洞上师像
采自姚桂兰主编： 《文殊山石窟》 页94， 图1-117，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8年

〔图十八〕 榆林窟第27窟上师像
榆林窟文物保护研究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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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发现，该画面还有更加有价值的信息需要解读。

首先，画面与经文不符。在观音三十三现身中出现观音化现为上师像（也有可能是国师、帝师），这

在经典里是没有的，所以敦煌研究院在出版的画册说明中把该上师像解读为比丘
‹1›
，因为观音化现比

丘身是经典中的内容。事实上，同壁上面一排方格中的内容即是表现观音化现比丘、比丘尼的画面〔图

十九〕，但画面中二位僧人后面多了一位俗装男性人物，很有可能是优婆塞，代表观音现优婆塞身和优

婆夷身，这种混同的画面在版画中也出现过。既然画面中有明确的化现比丘画面，则此上师画面应为新

增加的内容。为什么要创新性地绘制观音化现上师的内容，应该和西夏的国师、帝师、上师制度有密切关

系
‹2›
，在帝师制度实行之前

‹3›
，国师是佛教界地位最高者，早在元昊时期已经实行。另据《西夏官阶封号

表》记载，国师、上师位列枢密、中书位之上
‹4›
。因此，第464窟此画面正是西夏帝师、国师、上师制度对佛

教艺术创作深刻影响之一例，实属有趣的艺术史话题。

其次，画面特征与其他画面不完全一致。观察第464窟观音化现的内容，除了上师像画面之外，其

他所有画面均为一位或两位世俗装的男女人物双手合十，或立或跪拜于观音化现各尊像之前，二者之间

一大一小，区别是明显的〔图二十〕，在黑水城和莫高窟的西夏观音经版画中也是如此图式，但该上师前

没有世俗小人像。究其原因，大概是该画面属于在此洞窟中的新创作，没有可依据的粉本，脱离了传统

格套，在实际表现时也摆脱了旧有的图式规范。另一方面，考虑到该画面没有经典文字可依据，因此出

‹1›   前揭敦煌研究院编，梁尉英主编《敦煌石窟艺术·莫高窟第四六四、三、九五、一九四窟（元）》。

‹2›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页143－146，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

‹3›   邓如萍著，聂鸿音、彭玉兰译：《党项王朝的佛教及其元代遗存——帝师制度起源于西夏说》，《宁夏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

页39－47；陈庆英：《大乘玄密帝师考》，《佛学研究》2000 年卷，页138－151；聂鸿音：《西夏帝师考辨》，《文史》2005年第3辑；崔红

芬：《再论西夏帝师》，《中国藏学》2008年第1期，页210－214。

‹4›   李范文：《西夏官阶封号表考释》，《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3期，页171－179。

〔图十九〕 第464窟观音化现比丘比丘尼画面 〔图二十〕 第464窟后室南壁观音化现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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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洞窟壁画中，实有表达洞窟供养人之意味，或者属于西夏

常见佛教绘画艺术中出现上师、国师、帝师像的传统，代表西夏

佛教中这些佛教高僧崇高的地位。因此，总体考虑此上师像的

创新出现，其实是有明显的时代特性的。

再次，画面人物身份的特殊表达。若再仔细观察该上师

像，发现其特殊性远不止以上所述。洞窟中所有观音化现的人

物，有两个共性特征：一是所有尊像均有头光，二是所有尊像

均无侍从眷属类人物出现〔图二十一〕。但这两个图像特征却在

此上师像中完全以相反的形式出现：上师无头光，有三身侍

从，均为立像，位于上师身后或左侧，其中世俗装的两位侍

从，一位双手持一巨大的伞，另一位肩搭长条形方巾，一手持

一圆形团扇，身后还有一位比丘僧。第464窟此身上师的图像

及其组合特征，和文殊山万佛洞上师像较为接近，但文殊山

上师像没有伞盖，也和榆林窟第29窟真义国师图像有几分相

似〔图二十二〕，故作为西夏国师的可能性很大。另，榆林窟

第4窟主室各壁曼荼罗的下部新见几身上师或国师像，僧人图

像组合中的大伞盖画面比较清楚〔图二十三〕，大体可以确认其

身份。

整体而言，此处上师像，作为观音化现的内容，实有全新

的时代特色，是西夏时期国师、上师地位的体现。但同时也可

以认为是该洞窟的上师或国师供养像，和同时期榆林窟第29

窟真义国师供养像、文殊山万佛洞上师供养像、榆林窟第4窟

新发现上师或国师供养像，以及黑水城西夏唐卡中上师供养

像的性质是一样的。另外，考虑到东千佛洞第4窟帝师作为洞

窟的主尊〔图二十四〕、榆林窟第27窟帝师主尊，第465窟前室

西壁门上帝师像〔图二十五〕的独特性，可以认为第464窟上

师或国师像实与洞窟整体营建的背景有密切关联。

所以，对此画面中上师像的时代判断，不应仅盯在莲花帽上，而忽视其他重要信息。

（四）梵文六字真言

第464窟后室东壁门上书写梵文六字真言〔图二十六〕，此六字真言确实为洞窟的西夏时代判断提供

〔图二十一〕 第464窟后室北壁观音化现画面

〔图二十二〕 榆林窟第29窟真义国师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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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佐证。据崔红芬统计
‹1›
，在黑水城文献中保

存有多种与观音六字大明信仰有关的经典文本，其

中以五台山金河寺沙门道 集《显密圆通成佛心要

集》中的“圣六字大明真言”〔图二十七〕为代表。在

这些与观音六字大明信仰有关的经典中，极力讲述

了信仰六字大明的无上功德，均依《大乘庄严宝王

经》而来，其中乾祐十六年八月十五日比丘智通

所施的TK136《六字大明功德王略》〔图二十八〕对

称念、读诵六字大明王陀罗尼的诸种功德描述得最为详尽
‹2›
。

正因信仰六字大明陀罗尼有如此无上功德，种种利益好处尽在其中，而且修持方法简单易行，因此

可以想象，西夏时期观音六字真言是非常流行的，以上诸种经典中均有梵文和汉文书写的六字真言。

‹1›   前揭崔红芬《西夏汉传密教文献》，页198、199。

‹2›   前揭《俄藏黑水城文献》第3册，页174－175。

〔图二十三〕 榆林窟第4窟主室曼荼罗下部新发现
上师或国师像

〔图二十四〕 东千佛洞第4窟帝师

〔图二十五〕 第465窟前室西壁门上帝师像

〔图二十六〕 第464窟后室东壁门上梵文六字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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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观音六字真言的流行，也可以从这一时期绘画艺术品中大量出现的各类观音图像及其信仰中得

到印证，二者均为观音信仰的体现，且念诵、书写六字真言更加简便省事，所以在西夏的写经和壁画中

看到为数不少的梵文和汉文六字真言书写。

杨富学把此窟六字真言作为判断洞窟时代为元代的重要证据，认为“它的存在直接否定了西夏说”，

并在其他系列论文中多次提到将敦煌石窟群中出现的该类兰札体梵文六字真言作为断代依据的重要性，

认为是洞窟断代的不二法门，直接否定出现这些洞窟的西夏说，而径直归为元窟，其基本依据是学术界

对兰札体梵文字出现的时间判断
‹1›
。

但实际上，早在唐代吐蕃时期的敦煌文献中梵文即已出现，而从经典中独立出来正是宋夏辽金时

期，我们在西夏和辽墓中发现了诸多例证，更重要的是在有明确纪年的西夏墓葬中出现了数量丰富的兰

札体梵文，包括六字真言；另外在黑水城文献中有几件明确属于西夏纪年的写本中的梵文六字真言，同

样为兰札体；同时，在黑水城西夏绘画中有几幅出现兰札体书写的梵文种子字或真言，说明兰札体梵文

在西夏确已大量出现，对此笔者已有专文讨论
‹2›
。事实上，莫高窟宋代第76窟八塔变中出现的梵文即为

兰札体。因此，要根据兰札体的梵文六字真言而直接否定第464窟的西夏时代，太过草率。

根据对后室保存完好、浑然一体的壁画的初步判断，多项指标将其时代指向西夏。特别是窟顶大日

如来佛周围出现的一种小的花卉〔图二十九〕，因为这种花卉在毗邻的第465窟壁画中有大量的出现〔图

‹1›   林光明编著：《兰札体梵字入门》页15，台北：嘉丰出版社，2004年；A.Wylie, “On an Ancient Buddhist Inscrip-tion ay Kiu-yong-

koan in North China”,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New Series 5, 1871, pp.14-44；［日］藤枝晃：《刻文の六体文字について》，［日］村田治郎

编《居庸关》页127－130，京都：京都大学工学部，1957年 。

‹2›   沙武田、李晓凤：《敦煌石窟六字真言题识时代探析》，《敦煌学辑刊》2019年第4期，页82－90。

〔图二十七〕 《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 中的 《圣六字大明真言》
采自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研究所、 上海古籍出版社编： 《俄藏黑水城文献》 第四册， 
页358，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年

〔图二十八〕 西夏佛经TK136 《六字大明功德王略》
采自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
研究所、 上海古籍出版社编： 《俄藏黑水城文献》 第三册， 页175， 上
海古籍出版社， 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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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谢继胜敏锐地指出

据此可判断二窟为同时期洞

窟
‹1›
。杨富学对第465窟年代

有专论，把其归为元窟，并认

为此结论“当确信无疑”
‹2›
。对

第465窟的时代判断确是学界

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但综观

大多数的研究，基本上仍把其

归为西夏时期洞窟
‹3›
。

对于第465窟年代的判断

问题，敦煌研究院联合英国牛

津大学，通过国际上最先进

的贝叶斯模型（Ox Cal）校正下

的14C年代测定，其中在第465

窟前后室多处采样测年数据显示其为西夏时期
‹4›
，在之前同一课题组已经对莫高窟第285窟进行了相

同手段的数据测年，结果显示之前被认为是元代重修的内容均为西夏时期
‹5›
，和笔者之前的研究相吻

合
‹6›
，故其科学性手段是研究的重要参考，应当引起高度关注。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责任编辑：谭浩源）

‹1›   前揭谢继胜《关于敦煌第465窟断代的几个问题》，页75－92；《关于敦煌第465窟断代的几个问题（续）》，《中国藏学》2000年第

4期，页75－90。

‹2›   杨富学：《裕固族与敦煌晚期石窟》，《敦煌研究》2017年第6期，页52－53。

‹3›   参见阮丽：《敦煌莫高窟第465窟曼荼罗再考》，《故宫博物院院刊》2013年第4期，页61－85。

‹4›   2019年7月23日上午在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笔者有幸聆听了牛津大学一行的敦煌石窟测年报告，具体成果未发表。感谢牛

津大学刘睿良博士提供相关信息。

‹5›   郭青林、卢春、刘睿良、赵燕林、王建军、张小刚、凤飞、理查德·斯达夫、马克波·拉德、杨善龙、 苏伯民：《佛教石窟断代方法新

进展：如何基于贝叶斯模型（Ox Cal）和考古信息提高碳十四测年精度》，《敦煌研究》2018年第6期，页168－176。

‹6›   沙武田：《敦煌西夏石窟营建史构建》，《西夏研究》2018年第1期，页3－16。

〔图二十九〕 第464窟顶大日如来周围小花卉图案 〔图三十〕 第465窟壁画中的小花卉图案


